
交大法学ＳＪＴＵ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Ｎｏ．１（２０２０）

死刑观的认知基础

郭春镇　黄思晗


目次

　　引言

一、死刑观背后的两种理性

　　（一）功利理性

　　（二）道义理性

二、功利理性的认知基础

　　（一）威胁感知

　　（二）对死刑威慑作用的估计

　　（三）对当前死刑数量的估计

　　（四）死刑的经济成本

三、道义理性的认知基础

　　（一）公正世界信念

　　（二）归因方式

　　（三）对死刑适用中不公平因素的估计

四、融贯性认知下的死刑观

　　（一）“义”与“利”的融贯

　　（二）传统与现实的融贯

五、结语

摘要　民众对待死刑的态度具有复杂性和可变性，他们的死刑观总体上都可以归于“死刑有威慑

力”的功利理性和“死刑适用是否公平”的道义理性。功利理性的认知基础包括威胁感知、死刑威慑作

用的估计、当前死刑数量的估计、死刑的经济成本等因素；道义理性的认知基础包括公正世界信念、归

因方式、对死刑适用中不公平因素的估计等因素。公众对死刑的态度融合了功利与道义两方面考虑，

不同情境下会进行相应的权衡取舍。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和现代社会对社会秩序的强调也融贯在

一起，影响着人们对死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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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死刑的存废问题在社会层面极具争议，在法学界也是聚讼纷纷。〔１〕如果一个国家的公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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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春镇，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黄思晗，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参见赵秉志：《再论我国死刑改革的争议问题》，载《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１２５—１３１页；赵秉志：《当代

中国死刑改革争议问题论要》，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１４６—１５４页；陈兴良：《死刑

适用的司法控制———以首批刑事指导案例为视角》，载《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４３—５７页；曲新久：《推动废除死

刑：刑法学者的责任》，载《法学》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第４３—４４页；邱兴隆：《从信仰到人权———死刑废止论的起源》，载

《法学评论》２００２年第５期，第１０—１９页；邱兴隆：《死刑的德性》，载《政治与法律》第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第５０—５３页。

在本文中，死刑观也被称为“死刑态度”。



够影响到法律规则的制定和修改，那么公众对死刑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影响甚至决定死刑的

存废。研究公众的死刑观，不仅可以在现实层面探索和发现公众到底如何理解和看待死刑，还可

以挖掘这一社会心态产生的认知基础。通过探究、理解、引导这一认知基础，可以在尊重公众态度

的基础上，为相关的制度变迁提供心理支撑。

民众对死刑的态度主要源于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两种理性，而这两种理性建立在不同的认知路

径基础上。本文通过导入认知科学的相关研究理论和进路，对现有社会上不同死刑观背后的认知

基础进行深入分析。通过这一理论框架，本文还试图进一步探讨两种理性之间如何交织融合，以

及传统与现代文化如何影响民众的死刑观。

一、死刑观背后的两种理性

态度是制度的心理基础。如果我们认为公众对死刑的态度会影响到死刑是否应予存在以及

在何种范围内应该存在等问题，那么就有必要对产生这种态度的原因进行思考和探索。一般来

说，一种制度要得到公众的认同、接受与信任，需要在价值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由此获得其存在

的正当性和道义上的权威性。公众评价制度的标准有两个，即内在标准和外在标准。内在标准意

味着这项制度具有某种内在属性，反映某种善的价值，由此可以被称为正义标准；外在标准意味着

具有某种功效，即具有某种实用性或有效性，由此可以被称为功利性标准或功效性标准。〔２〕据

此，也可以从功利理性和道义理性两个角度进行讨论。

（一）功利理性

功利理性注重和强调制度的成本和收益。众所周知，功利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边沁认为，功

利主义是立法的真正原则。功利主义者认为人类都有求乐避苦的本能，即“根据任何一种行为本

身是能够增加还是减少与其利益相关的当事人的幸福这样一种趋向，来决定赞成还是反对这种行

为”。〔３〕这种观点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对犯罪人科处刑罚不以使犯

罪人遭受痛苦为目的，而是为了使犯罪人通过刑罚惩罚改过迁善，适应社会生活，不致将来再犯罪

并同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４〕在这个意义上，犯罪者已经损害的法益应被视为沉没成本，

因为刑罚不是面向过去的，而是面向未来。

因此，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来，刑罚的目的在于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无疑，死刑具有特殊预

防的作用，通过将犯罪者置于死地断绝其再犯的可能。但对死刑的一般预防作用，在理论研究和

实证研究中仍未有定论。有些人主张死刑具有威慑效应，我国古代就常有“以儆效尤”的说法。功

利主义者认为行为主体在决定是否实施犯罪的时候需要权衡成本和收益，刑罚的严厉程度乘以犯

罪被抓获的概率就是犯罪最主要的成本，故而应该在考虑破案率的基础上使犯罪人所受刑罚之苦

大于实施犯罪之利。又因为相对于其他刑罚，生命刑的威慑作用最强，所以死刑不应废除。也有

人认为，死刑会产生负面激励，让那些犯下杀人罪行的人认为“反正都是死，杀一个是死，杀更多的

人也是死”。陈胜、吴广的“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说明了当对一个轻罪适用重

刑的时候，实施犯罪的人会采取极端手段逃避死刑，想办法销毁可能的证据和杀害能证明其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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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因此死刑会导致更多和更恶劣的犯罪。〔５〕

这两种论证的说服力都存在令人难以信服的内容，这主要体现在威慑效应的认定上。判定死

刑到底有没有威慑效果从理论和技术方面都是一个难题。显然“自然实验”并不可行，如果采取问

卷调研的方式，样本选择也会存在偏差。从可能性的角度来看，绝大部分被调查者都不大可能是

会犯罪的人，尤其是不会犯下故意杀人、伤害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罪行。因此，他们对于死刑有没

有威慑、能不能减少犯罪行为的认识，更多的是基于个人的想象，这种基于内省和心理投射所做出

判断的说服力，令人怀疑。

判断死刑对于犯下可能判处死刑的罪行有没有正面激励效应，最合理的方式是面向那些将要

犯下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进行调研。如果他们由于畏惧死刑的惩罚而没有犯下此类罪行，那么

可以视为威慑作用生效；如果面对死刑惩罚仍然犯罪，则可视为威慑效用没有体现出来。但这里

面对的一个难题是：这类人群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我们无法找到这类样本。即便找到了这样的样

本，自陈式测验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他可能会自称由于畏惧死刑的惩罚而没有犯下可能被判处死

刑的犯罪行为。另外，人的态度和行为在一些情境下常常存在偏差，即使测量出犯罪分子真实的

态度，我们也无法判定在真实的犯罪场景中，他会如何行事。

因此，死刑的威慑效用在逻辑上推理可能会产生有效或无效两种结果。从实践来看，这是一

个无法被证实或证伪的问题。即便如此，虽然从逻辑上无法解决死刑到底有无威慑问题，但研究

公众的死刑观仍然有意义。不管事实上死刑有没有威慑力，只要公众的判断是基于“认为有威慑”

做出的，那么就可以认为他们是基于功利理性做出的判断。

（二）道义理性

报应是论证刑罚的一种重要理论依据，死刑的正当性也在其论证范围之内。报应的核心意涵

排除了功利主义的考虑，其逻辑更多地体现为“判处一个人死刑的理由，是因为他应该被判处死

刑”。报应除了强调对等，更强调之所以让某人承担包括死刑在内的刑罚，是因为这个人的某个行

为是错误的，基于道义应该受到惩罚。

一个应受惩罚的行为的错误体现在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体现为犯错者的主观意

志，即他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出了错误的行为；客观方面体现为产生了危害的结果。法律科学

的重要支点之一是自由意志，在法学的理论框架中，每个人都具有自由意志，具有认识自己行为性

质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行为必然会遭到法律的否定，但他仍然执意实

施这样的行为，就表明了他的自由意志是在寻求这样的惩罚。对他进行惩罚正是把他视为理性的

存在，因此报应本身就是正义。作为报应的死刑，其目的不在于或不仅仅在于威慑，也不是或不仅

仅是追求功利的最大化，而是为了达到一个公平的结果。

受实证科学的影响，近代学派认为自由意志假设只是虚构的空想，是背离科学的杜撰。〔６〕近

代学派认为犯罪是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犯罪行为由犯罪人本身的素质和社会环

境所决定，而社会环境不是犯罪人可以控制和改变的，因此社会环境本身也应该对犯罪行为承担

部分责任。让犯罪分子承担所有责任并由此剥夺其生命对他并不公平，因此死刑不符合道义论。

在美国，在那些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团队中，有一个“减轻处罚专家”（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９４·

郭春镇　黄思晗：死刑观的认知基础

〔５〕

〔６〕

见前注〔４〕，逄锦温文，第１０８—１１１页。

ＡｌｆｒｅｄＭｅｌｅ，犉狉犲犲犠犻犾犾牶犃犮狋犻狅狀犜犺犲狅狉狔犕犲犲狋狊犖犲狌狉狅狊犮犻犲狀犮犲，ｉｎ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ｉｎ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Ｌｕｍｅｒ＆

ＳａｎｄｒｏＮａｎｎｉｎｉｅｄｓ．，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Ｔｈ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Ｂａｓｉｓ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７，ｐ．２５７ ２７２．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这个专家可以是心理学家、医学家或者其他行业的专家，唯独不可以是法学专家，其工

作职责就是从法律之外的各个方面寻找理由，以减轻犯罪嫌疑人所受到的处罚。〔７〕尽管有学者

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基于决定论哲学论证了人的所有行为都是被决定了的，人的自由意志只是一

种“幻像”，〔８〕但是主流的刑罚理论对此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观点将主体对自由意志的体验混同

于自由意志本身，强调只能根据主体的行为来判断是否应该令其承担刑事责任，而行为本身不可

能被还原为神经元的兴奋或抑制，“人”本身也不能被还原为一系列物理化学反应的集合。〔９〕归

根结底，死刑是否正当取决于是否相信自由意志假定。

因此，“死刑的存废、去留，并不取决于其自身无法辩明的正义性（或非正义性）以及无法证实

或证伪的威慑性。它在根本上是一个受集体意识的公众认同以及政治领袖的政治意志左右的政

策选择问题”。〔１０〕而公众对死刑是否认同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死刑政策的走向。在了解到

各类民意调查中反映出的公众对死刑的较高支持率、发现其背后蕴含着两种理性后，如何剖析公

众对死刑的态度、发掘死刑观形成的认知基础成为下一步要探讨的问题。

二、功利理性的认知基础

死刑观的形成是一个决策行为，人在决策过程中不可能拥有“完备信息”，因此在判断和决策时涉

及很多不确定因素。在功利主义者看来，人类有纯粹自利偏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公众

基于威慑作用支持死刑的态度符合“理性人”的目标。在马斯洛需求层级中，安全需求位于第二层级，

人类满足了呼吸、食物、水、睡眠等生理需求后，就开始追求安全需求，即人身安全、生活稳定以及免遭

痛苦、威胁的需求。〔１１〕人的安全需求使其恐惧严重暴力犯罪，并对这种行为产生愤怒和攻击。在死

刑观调查中，被调查者一般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大多数人不会触犯刑法或实施严重犯罪。在公众的

朴素观念中，常常将自我投射到犯罪人身上，认为犯罪分子也是“理性人”，在从事犯罪行为时考虑犯

罪的成本和收益。犯罪的成本越高，其从事犯罪行为的概率越低，剥夺生命是最严厉的刑罚也是最高

的成本，因此死刑相比其他刑罚威慑作用最好。相应地，社会的犯罪率越低，治安越稳定，则自己受害

的可能性越小。基于这一逻辑，惩罚越严厉，自身越安全。因此，为了满足自身的安全需求，人们往往

希望对罪大恶极的人适用死刑，从而对潜在的犯罪分子形成威慑作用，以降低社会的犯罪率。

在刑罚博弈中，仅存在潜在受害人和潜在犯罪人两种角色。当保留死刑时，潜在犯罪人有被

处以死刑的风险，潜在受害人认为这种刑罚的存在对潜在犯罪人具有威慑作用，因此自身更加安

全，潜在被害者获利。当废除死刑时，潜在的犯罪人即使在实施了严重暴力犯罪后仍无须偿命，潜

在的犯罪人获利。在各类民意调查中，大多数被调查者实施严重暴力犯罪的概率极低，因此往往

处于潜在受害人一方。如果潜在受害人感受到更严重的威胁，那么就有更强的意愿采取措施保护

自身安全。越是认为死刑具有有效威慑作用的人，越是倾向于采取死刑这种控制措施。

但是，历史的一些教训也使公众认识到刑罚并非越严厉越好，对轻罪采取重刑，会导致无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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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罪施加合理的边际刑罚，从而失去威慑作用。一旦刑罚过于严厉，对轻罪施加死刑时，公众面临

两种选择，一种是乖乖就范后被处死；另一种则是采取极端的措施逃避刑罚，例如杀害证人或以更

激烈的方式报复社会等。两种选择的最坏结果都是死，而采取极端措施逃避刑罚还有成功的可

能，因此理性的犯罪人必然采取各种措施逃避刑罚，由此会带来难以估量的社会危害性。此外，关

押罪犯的成本也是其中的一个考虑因素，无期徒刑和死刑之间成本的权衡也是人们面临的现实的

问题。基于此，威胁感知、对死刑威慑作用的估计、对当前死刑数量的估计以及死刑的经济成本构

成了死刑观中功利理性的认知基础。

（一）威胁感知

威胁感知是一种对犯罪的感知和恐惧情绪。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暴露在各种致命风险中时，基

于“刑罚越重，犯罪的概率越小”的这一未必正确的“常识”，会寄希望于通过严厉的刑罚来减少这

种威胁。泽尔特和麦考密克分析了犯罪的恐惧感对死刑观的影响，研究者通过电话访谈采访了

６１０名马里兰两个郡的民众，发现那些“非常害怕”成为受害者的人往往支持对谋杀犯适用更严厉

的刑罚。那些认为“有一些害怕”的人支持死刑的概率较低。〔１２〕地区谋杀率和种族偏见、种族结

构、经济不平等等因素会通过影响公众的威胁感知，对死刑观产生影响。

地区谋杀率影响了公众对犯罪率的感知，从而影响了死刑支持率。兰金使用１９７２—１９７６年

的美国综合社会调查（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ｒｖｅｙ）的数据研究地区犯罪率与死刑支持的影响，在控制了

种族、宗教和时间的变量后，他发现死刑的支持率与滞后三期的犯罪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１３〕埃

里克使用１９７４—１９９８年美国综合社会调查的面板数据，也发现地区谋杀率显著地影响了死刑观。

谋杀率高的地区，死刑支持率也越高。〔１４〕这种态度体现了公众的功利主义的思路，当他们认为社

会环境不安全时，希望通过严刑峻法或死刑使社会治安得到改善。此外，直接或间接的社会经验

也会影响民众对死刑的态度。在高犯罪率的地区，公众对暴力行为更习以为常，受环境的影响，也

倾向于用暴力解决问题，所以对死刑这种暴力的惩罚措施接受度更高。〔１５〕

不仅是客观的地区犯罪率会影响民众的威胁感知，种族偏见、种族结构、经济不平等等因素都

会影响到公众对威胁的感知。很多研究表明，种族偏见与死刑支持率存在显著的相关。在美国，

暴力犯罪人中非裔男性的比例明显高于白人，媒体的报道也常常集中于黑人暴力犯罪分子和白人

受害者的案件，这种渲染加剧了种族偏见和刻板印象，使得民众会将非裔美国人与犯罪行为联系

到一起。〔１６〕奥利弗研究了与犯罪有关的影视作品，发现司法工作人员通常是白人，犯罪嫌疑人通

常是少数族裔，这种做法导致了公众对少数族裔的憎恨。〔１７〕巴坎和科恩考察了１９９０年美国综合

社会调查中的数据，分析了两个反映种族偏见的指数种族厌恶（ｒａｃｉａｌａｎｔｉｐａｔｈｙ）和种族刻板印象

（ｒａｃｉａｌ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ｉｎｇ）与死刑观的关系。在白人样本中，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前提下，种族厌恶、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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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都与死刑的支持度有关联。〔１８〕威胁理论认为，富人和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往往认为黑人

和穷人具有威胁性，他们更可能进行暴力犯罪。当后者数量增加的时候，精英感受到更严重的威

胁，进而希望采取强硬的犯罪惩罚措施。因此，人们对种族结构和贫富差距的感知对死刑支持率

也会产生影响。利佐特和巴度发现白人对犯罪率的感知受他们与非裔美国人的物理距离影响，生

活区域中的黑人越多，白人感受到的犯罪率越高。〔１９〕埃里克的研究发现，在拥有更多的少数族裔

和更高的经济不平等程度的地区，死刑支持率也越高。〔２０〕

此外，暴力犯罪发生的概率常常被人高估。范迪维尔和吉尔克帕斯研究了刑法专业和非刑法

专业学生对美国年谋杀案件数量所做的估计，学生极大程度上高估了谋杀案的数量。非刑法专业

学生中有近５０％认为每年发生２５万件谋杀案，约１５％的学生认为每年有１００万件谋杀案，刑法专

业的高年级学生的估计更精确，虽然相比实际的数据仍然是高估了。〔２１〕另一项研究考察了外行

人和司法从业人员对于盗窃犯罪的印象，外行人认为典型的入室盗窃犯携带着武器，并有很大的

再犯风险，因此外行人对犯罪的估计往往比真实情况更加严重。〔２２〕造成这些认知偏差的原因在

于，一般大众对犯罪和刑事司法系统的信息来源渠道主要是媒体，而媒体报道的往往是极具恶性

的犯罪案件，导致公众对谋杀率和犯罪严重程度的错误感知。由于刑法学学生可以从课堂和司法

实践中获取相关信息，他们的估计相对而言较为准确。〔２３〕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前景理论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ｔｈｅｏｒｙ）认为，人们在面临风险决策时，对事件发生的主观概率（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与

客观概率（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存在偏差，往往高估了小概率事件发生的概率，
〔２４〕比如公众经常

高估彩票中奖和保险出险的概率。公众对小概率事件的高估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其一认为这是一

种人类进化中的过度保护机制，原始人类生存中面临着很多威胁，虽然发生概率不大，但一旦发生

将遭遇灭顶之灾，所以高估此类威胁发生的概率可以使人们具有防灾的意识，更有利于后代的繁

衍与基因的延续；其二是鲜活性效应（ｖｉｖｉｄｎｅｓｓｅｆｆｅｃｔ），即越是鲜活的信息越容易被提取。〔２５〕人

类在决策时并不会像计算机一样遍历所有的因素，并对所有因素进行客观的加权和评估，而是根

据信息在大脑中的可得性进行提取。〔２６〕由于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总是触目惊心，加上媒体报道的

渲染，往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行为主体在进行决策时更容易提取这种鲜活信息。基于以上两

点原因，主体在进行决策时，犯罪发生的主观概率比客观概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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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死刑威慑作用的估计

公众有基本的安全需求，当感受到犯罪威胁的时候，希望用更严厉的刑罚措施来减少这种威

胁。这其中蕴含着一个假定，即严厉的刑罚措施可以威慑犯罪。人们基于常识认为对一个行为的

惩罚越重，则从事这一行为的可能性越低。这种常识符合功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人有趋利避害、

向乐避苦的本能，对受刑罚之苦感到畏惧，故而犯罪成本越高，从事犯罪的概率就越低。因此，从

功利主义的角度看来，死刑威慑作用的有效性对死刑的支持有极大的影响。托马斯的研究为此提

供了证据。他提出了一个死刑观的功利主义模型，认为民众对死刑的支持与适用死刑来控制犯罪

的意愿有关，而适用死刑来控制犯罪的意愿与对犯罪的恐惧和死刑的威慑作用相关。〔２７〕在第一

个调查中，他采用路径分析的方法，样本为佛罗里达州的８３９户居民。结果表明，死刑的威慑作用

的有效性与适用死刑控制犯罪的意愿显著相关，而使用死刑控制犯罪的意愿与对死刑的支持显著

地相关。〔２８〕在第二个研究中，样本为３３３４名弗吉尼亚州居民。他同样考察了功利主义的信念与

死刑支持的关系，发现犯罪率严重程度的感知、受害恐惧、对惩罚有效性的估计影响了被调查者选

择适用的刑罚。〔２９〕在两个研究中，最主要的影响死刑支持的因素是公众对死刑威慑作用的有效

性的估计，两个州的样本都表明对死刑威慑作用的估计显著地影响了死刑的支持率。〔３０〕在笔者

所做的Ｘ大学的调研中，大多数被访者相信死刑对犯罪具有威慑作用。有４５．２％的被访者认为死

刑可以预防和减少犯罪，３８％的被访者认为应该可以，而１６．８％的学生认为不可以。死刑是否具

有威慑作用与死刑的态度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越认同死刑的威慑作用，对死刑的支持态度越

强硬。主张完全保留死刑的样本中有７２．５％坚定地认为死刑能够减少和预防犯罪。而对于主张

完全废除死刑的人中则有超过半数（５５．６％）否定了死刑的威慑作用。

此外，在类似研究中，当被问及为什么支持死刑时，被调查者在自我陈述中表示威慑是一个重

要的理由。维德马（Ｎ．Ｗｉｄｍａｒ）问及民众支持死刑的理由时，发现威慑作用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动

机（占４２％）。当要求被试在一般预防和报应中选择其一时，有６３％的人选择了一般预防。〔３１〕萨

拉（Ａ．Ｓａｒａｔ）和维德马进行了一项实验，首先测量被试对死刑的态度，之后给１８１名被试提供关于

死刑威慑作用的小册子，实验材料中的内容为死刑事实上并不能威慑犯罪，之后再次测量被试对

死刑的态度。结果表明，前测中被试的死刑支持率为５１％，当阅读完死刑不具有威慑作用的内容

后，仅有３８％的人还支持死刑。〔３２〕

（三）对当前死刑数量的估计

有关部门在制定或选择政策时，常常是根据政策运行的效果对政策本身进行调整，这一机制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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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罗里达州，死刑威慑作用的有效性与死刑的支持相关系数ｒ＝０．７７２。在弗吉尼亚州的调查中，刑罚

有效性和是否愿意适用重罪的Ｇａｍｍａ＝０．２２０，均表明具有很强的相关性。ＳｅｅＣ．Ｗ．Ｔｈｏｍａｓ＆Ｓ．Ｃ．Ｆｏｓｔｅｒ，

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２７〕，ａｔ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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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狅狑犪狉犱狋犺犲犇犲犪狋犺犘犲狀犪犾狋狔，１５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３３７ ３５６（１９７４）．

ＳｅｅＡ．Ｓａｒａｔ＆Ｎ．Ｖｉｄｍａｒ，犘狌犫犾犻犮犗狆犻狀犻狅狀，狋犺犲犇犲犪狋犺犘犲狀犪犾狋狔，犪狀犱狋犺犲犈犻犵犺狋犺犃犿犲狀犱犿犲狀狋牶犜犲狊狋犻狀犵

狋犺犲犕犪狉狊犺犪犾犾犎狔狆狅狋犺犲狊犻狊，１７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７１ ２０６（１９７６）．这一研究可能存在的问题是被试可以很容

易地知道主试的实验意图，可能对被试的判断产生一定的影响。



类似于反馈调节系统。系统本身的运行效果，反过来又作为信息来调节该系统的运行。在死刑观

问题上，同样存在这样的反馈调节机制。大多数人内心都相信“死刑能够威慑犯罪”的假定，基于

此种假定，死刑数量的增加能对犯罪率起到抑制的作用。当犯罪率过高时，增加死刑执行数量，则

犯罪率就会下降。但公众同样认识到刑事政策不应过于严厉，所以不应该也不可能对所有的犯罪

都适用死刑。因此死刑执行数量在人们心理上存在一个阈值。

基于功利主义的“理性人”的思维模式，行为主体首先会对主观威胁感知做一个评估，然后基

于死刑具有威慑作用的假定，产生对死刑的初始倾向。如果犯罪率过高，则希望增加死刑数量以

达到威慑效果。此时，还要进行一个判断，即死刑数量是否超过合理区间。当人们认为犯罪率过

高，而死刑数量处于可接受范围内时，他们就会支持死刑；当认为犯罪率正常而死刑数量过高时，

则持限制和减少死刑的态度的概率较大；当认为犯罪率过高且死刑数量过高时，则可能在两种价

值取向上产生一定的冲突，并进行权衡取舍。

对Ｘ大学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公众所感知到的判处死刑的数量与死刑的总体态度存在

强相关（Ｐ＝０．００５）。此题为五点量表，〔３３〕所感知的死刑数量越少的人对死刑的支持态度越强硬。

主张完全废除死刑者得分３．６３，主张保留死刑但限制死刑的适用者得分３．０６，主张完全保留死刑

者得分３．０３。我国官方没有公布死刑的数据，因此我们只能通过日常经验的感知进行估计。我们

推测这一认知可能对死刑的态度产生一定的影响。民众可能认为我国判处死刑的数量太少，所以

要增加死刑的执行数量，从而对潜在的犯罪产生威慑力。

法学教育影响了人们所感知到的死刑数量。笔者在对Ｘ大学的调研中发现，对于非法学专业的

学生，不同年级所感知到的死刑数量并没有显著差异，均值为３．０１。而对于法学专业学生，新生所认

为的死刑数量比非法学学生多（３．１６），经过一年及以上的法学教育之后，其感知到的死刑数量相比新

生更多（３．３３），差异显著。对此，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法学专业学生接触到的死刑的案件较

多———在刑法或刑事诉讼法等类似课程上，可以更多地了解到我国的死刑的实践案例；另一种是死刑

数量的多和少是通过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进行评价的，法学专业学生了解到绝大多数国家废除死刑的现

状，内心可以接受的死刑数量的阈值更低。相比其他专业学生，法学专业学生中更多的人认为死刑执行

数量与文明程度呈负相关关系。他们能接受的死刑执行数量可能更少，更可能希望限制和减少死刑。

（四）死刑的经济成本

很多人认为死刑是代价最小的一种刑罚，无非花费一颗子弹或注射一支针剂而已，而将罪犯

关在监狱则要耗费国家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３４〕他们往往低估了死刑的经济成本。在博姆

验证马歇尔假说的一个研究中，被试先要求对死刑相关表述的正误进行判断，其中包括“平均而

言，死刑比无期徒刑花费更少”，实验组被试中最初有６９．５％的人同意这一表述。但当完成了５周

的死刑相关课程之后，有９１．６％的人意识到这一表述是错误的。〔３５〕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死刑的

成本明显比无期徒刑高。美国学者莱科尔曾从审批程序、上诉程序和矫正程序三个方面分析了美

国死刑制度的成本，指出死刑案件审判实践更长、次数更多、需要陪审团审判，执行前的特别安全

警戒须要耗费极高的成本。这些成本相加，远远超过了终身关押的成本。〔３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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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１代表“非常少”，５代表“非常多”。

参见刘仁文：《从经济学角度考察死刑的成本》，载《法学杂志》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第４０—４２、５６页。

ＳｅｅＤ．Ｗ．Ｇｒａｎｔ，Ｒ．Ｂ．Ｍｅｉｒｉｓ＆Ｍ．Ｇ．Ｈｏｌｌｉｓ，犓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犪狀犱犇犲犪狋犺犘犲狀犪犾狋狔犗狆犻狀犻狅狀牶犃犜犲狊狋狅犳狋犺犲

犕犪狉狊犺犪犾犾犎狔狆狅狋犺犲狊犲狊，２８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ＣｒｉｍｅａｎｄＤｅｌｉｎｑｕｅｎｃｙ３６０ ３８７（１９９１）．

见前注〔３４〕，刘仁文文，第４０—４２、５６页。



从审判到处死１个死囚平均花费２４００万美元，得克萨斯州的死囚年均花费高达２３０万美元，这个

数字相当于在高度警卫下的３个普通犯人４０年的花费。〔３７〕

死刑的成本包括程序成本、执行成本和附随成本。相比一般的刑事案件，死刑案件需要更加

复杂的程序设计并因此带来更高的成本。有学者曾将死刑制度的高昂成本作为废除死刑的论据

之一。他认为，由于死刑审判要提供最好的法律援助、冗长的救济程序、耗费大量时间在审判和羁

押过程中，在定罪方面的证据和法律标准比普通刑事案件更加严格，加上由于赦免而部分死刑最

终没有被执行等因素，因此死刑的成本极其高昂。〔３８〕我国目前死刑的执行方式包括枪决和注射。

注射被认为是一种更为人道的执行方式，但注射死刑的药物和一次性器材必须由最高人民法院统

一发放，且每个案件都要独立申请，需要法官专程赴京取药。目前注射执行死刑的场所主要有固

定刑场和执行车两种，在一个中级人民法院建一个固定刑场大约要２００万元，死刑执行车成本略

低，但买车要花４０多万，而且每次执行注射价格高昂，导致很多地区无力承担。〔３９〕此外，死刑还

会带来较高的附随成本，包括死刑犯后事的处理、错案导致的国家赔偿、死刑引起的劳动力丧失等

等。〔４０〕因此，民众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低估死刑的经济成本。

三、道义理性的认知基础

认知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发展突破了理性人假设，发现人类除了纯粹的自利偏好之外，还存在

着公平偏好（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并通过不同种族和文化环境下的博弈实验加以证实。证明人类具有

公平偏好的博弈实验包括最后通牒博弈（ｕｌｔｉｍａｔｕｍｇａｍｅ）实验、独裁博弈（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ｇａｍｅ）实验、礼物

交换博弈（ｇｉｆ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ｇａｍｅ）实验、信任博弈（ｔｒｕｓｔｇａｍｅ）实验，以及公共品博弈（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

ｇａｍｅ）实验等。
〔４１〕在这些博弈实验中，人们为了追求公平，不惜放弃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在经典的最后通牒博弈（ｕｌｔｉｍａｔｕｍｇａｍｅ）中，博弈双方分别扮演“分配者”（ｐｒｏｐｏｓｅｒ）和“接受

者”（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ｒ）两种角色，对一笔奖金进行分配。其中分配者提出分配方案，接受者有权接受或拒

绝该分配方案。如果分配者提出的方案被接受，这笔奖金就按照分配者提出的方案进行分配；如

果方案被拒绝，两人的所得金额均为零。按照纯粹自利偏好的假设，分配者应该会分尽可能少的

金额给对方，而接受者应该接受任何非零的分配方案，因为任何数额的收入都可获益，聊胜于无。

然而，大量实验结果背离了理性人的经济假设，一项包括了７５个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的ｍｅｔａ分析

表明，分配者平均会分给对手４０．４％的钱，而接受者通常拒绝低于２０％的分配，并且拒绝率随不公

平程度加深而增加。〔４２〕被试在面对不公平的事件时，会产生厌恶和愤怒的情绪。核磁共振成像

的结果显示，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当接受者面对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时，前脑岛（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ｉｎｓｕｌａ）和背

外侧前额叶皮质（ｄｏｒｓｏｌａｔｅｒａｌｐｒｅｆｒｏｎｔａｌｃｏｒｔｅｘ）显著被激活。
〔４３〕前脑岛负责的是情绪加工，与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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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春镇　黄思晗：死刑观的认知基础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赵广俊：《“第１０００个死囚”引发激烈争议》，载《法制日报》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７日，第００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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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和愤怒的情绪相关，而背外侧前额叶皮质负责认知系统对情绪的抑制控制。虽然对犯罪分子处

以死刑无法使我们获益，但当出现不公时，我们会产生厌恶、愤怒等情绪，而这种“杀人偿命”的方

式满足了朴素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道德情感。

演化生物学的研究也表明，强互惠行为（ｓｔｒｏｎｇ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在维持人类合作秩序上起着重要作

用。所谓强互惠行为，就是在团体中与别人合作，并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那些破坏群体规范的

人，即使这些成本并不能被预期得到补偿，这种行为也被称为利他惩罚（ａｌｔｒｕｉｓｔｉｃ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４４〕

有这种公平偏好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合作机会，公平偏好个体比例高的种群可以更好地合作，通

过个体选择和群体选择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人们的公平偏好本质上是“自然为人类立法”。他

们对不公正事件的接受程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死刑的态度，公正世界信念越强烈，越可能支持死

刑。归因方式的不同也会影响死刑观，将犯罪原因归因于犯罪分子个人的人往往认为犯罪人应该

受到惩罚，因而更多地支持死刑。此外，对刑事司法系统中不公平因素的估计也会对死刑态度产

生影响———认为刑事司法系统中不公平的因素越多，支持死刑的可能性越低。

（一）公正世界信念

公正世界信念（ｂｅｌｉｅｆｉｎａｊｕｓｔｗｏｒｌｄ）是美国心理学家勒纳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提出的概念，是人对

周围世界中行为和结果之间具有因果联系的一种假设。人们认为，他们可以获得自己应得的事物，所

有高尚的行为都将得到嘉奖，所有罪恶的行为都将得到惩罚，〔４５〕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们认为

生活是可以预期的，这在认知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可以减少他们对世界不确定性的风险感知。

公正世界信念对死刑观有一定的影响。陪审员的公正世界信念影响了其在死刑审判中的决策，

研究者让陪审员被试完成公正世界信念量表并提出对一个具体案件的裁判意见，结果表明，公正世界

信念更强的陪审员有更大的概率决定对一个罪犯适用死刑。〔４６〕当不公平的事件出现时，人们的公正

世界信念受到威胁，从而往往采取一些方式重新构建这一信念———最常见的是减轻受害者的痛苦，使

其获得补偿。当呈现给被试死刑替代措施的选项时，在替代措施为无期徒刑加上犯罪分子监狱中劳

动补偿受害者家属时，替代措施的接受度明显提高，仍然坚持死刑的人明显减少。这一实验结果也

说明补偿受害者的替代措施可以让他们的公正世界信念获得补偿，因而不再寻求极刑。

（二）归因方式

归因是指人们对他人或自己行为原因的推论过程，人在生活中时刻在为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找

原因，归因可以满足人对理解和控制环境的需要。个体在过去经验和当前期望的基础上，形成的

独特的归因认知方式及由此产生的特有的归因倾向，即为归因方式。〔４７〕在犯罪问题上，归因方式

的不同主要表现为将犯罪归因于犯罪分子还是外在环境。内在归因（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的人认

为犯罪是由于犯罪分子本身的主观因素，如性格、品行等；而外在归因（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的人更

多地认为是社会环境催生了犯罪行为。基于公平世界信念，个人应该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归

因方式影响到民众对犯罪应受惩罚性的认识。在内在归因的情况下，被试认为个体为自己的犯罪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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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承担刑罚后果颇为合理；在外在归因的情况下，被试会认为社会对犯罪承担着一定的责任，而用

死刑终结犯罪人生命来达到社会控制目的，明显推卸了社会对于犯罪的责任。因此，主张内在归因方

式的人更可能认为对犯罪人进行惩罚，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推论。卡罗尔和佩恩首先给大学生提

供了很多犯罪案件以及该犯罪的产生原因（内因或外因）的信息，被试需对犯罪的严重程度、犯罪分子

应负的责任、应受的惩罚进行评价。研究者发现，被试认为基于环境原因的犯罪比基于内在原因的犯

罪应受的刑罚要轻，对外在原因导致犯罪的罪犯，被试更可能做出释放决定。〔４８〕霍金斯给大学生呈

现了很多犯罪情形，让被试选择这个犯罪产生原因和对应受惩罚的轻重程度打分（０～１０），结果发现，

归结于个人原因的犯罪比归结于社会原因的犯罪受到更严厉的惩罚。〔４９〕人格与惩罚性的研究也表

明，具有内在控制（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ｌｏｃｕ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观念的人认为犯罪更具有惩罚性。〔５０〕归因方式通过影响

人们对犯罪可惩罚性的认识，影响了公众对死刑的态度。科尔伦的研究要求６９７名陪审员回答对青

少年、精神障碍、智力迟钝的犯罪嫌疑人判处死刑的支持度，结果证明主张内在归因的人比主张外在

归因的人更可能支持死刑。〔５１〕尽责性（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ｏｕｓｎｅｓｓ）人格的人也更可能支持死刑。〔５２〕因为他们

具有更强的自我控制信念，认为可以掌控自身行为的是主观意识而非环境。原教旨主义与死刑的相

关关系通过归因方式产生作用。原教旨主义是指一种忠实于圣经教义的保守的基督教思想，它更确

信自由意志、人类内在有罪、上帝具有报复性和惩罚性的观念，其在评价犯罪行为时很少考虑到环

境的影响，并认为人类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５３〕很多研究表明，原教旨主义者更多地支持死

刑，归因方式被认为是原教旨主义与死刑支持的中介变量。〔５４〕另一研究发现，刑事司法从业人员

与普通大众对于犯罪的归因上也存在不同。比如，缓刑官员和外行人对盗窃罪的归因就大相径

庭。外行人大都认为犯罪是出于个人意向的原因，如贪婪和懒惰；而缓刑官员则更多地归于社会

原因。与此同时，相比刑事司法执业人员，外行人认为盗窃罪应该被施以的刑罚更严重。〔５５〕产生

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刑事司法执业人员与外行人的信息差异。人具有解释世界的需求，刑事司

法从业人员对具体的犯罪行为接触更多，更了解产生犯罪的具体原因（如生计所迫、家庭和教育存

在的问题），而外行人对犯罪的了解仅仅来自媒体的报道，对犯罪知之甚少，也并不了解导致犯罪

的社会因素。此时，将犯罪行为归结于犯罪分子本人的品质恶劣是最容易接受的解释。

但人类的归因存在偏差，在解释他人行为时会产生基本归因错误（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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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ｒｏｒ）。基本归因错误是指一种将他人的行为自发归因于行为主体的个人特征而不是情境因素的

稳定倾向。〔５６〕由于个人的行为并不完全由个体特征决定，所以基本归因错误是一种有偏差的归

因倾向，导致人们系统地低估了行为由外因引起的程度。〔５７〕大众对犯罪接触极少，无法站在犯罪

分子的视角看到引发其犯罪的社会原因，在不了解其犯罪原因情况下，相信犯罪分子生性恶劣是

一个最容易接受的犯罪原因。通过“坏人才会犯罪”的思维将“好人”与犯罪行为隔离，让自己相信

周围的好人都遵纪守法、安分守己，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己的认知需求。

（三）对死刑适用中不公平因素的估计

马歇尔在福曼诉乔治亚案中提出了关于死刑的马歇尔假说（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其中假说一

认为，公众对死刑信息知之甚少；假说二认为，当公众了解了死刑及其影响后，他们将反对死刑。〔５８〕

一般公民对犯罪及刑事司法系统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体，新闻报道或艺术作品。这些媒体所反

映的犯罪和刑事司法系统与真实世界的情况存在较大的偏差，对于死刑的知识更是极端匮乏。即使

是刑法专业的学生，从课堂知识也无法对死刑司法实践产生系统的认知。一些研究验证了马歇尔假

设，即当人们了解了死刑信息，尤其是死刑管理中存在的不公平因素后，就会反对死刑。

博姆在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间进行了实验，设置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实验刺激（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ｉｍｕｌｕｓ），让学生参与了长达四周、每周五天每天两小时的死刑课程，通过前测和后测问卷测量死

刑课程对死刑观的影响。课程内容涉及死刑的历史、最高法院死刑判例、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

证据、死刑的管理问题等。被试在课程初始和课程结束时填写同样一份问卷，问卷中包含了死刑

观、死刑知识、报应观念和人口统计学特征。将被试前测和后测问卷进行比较的结果表明，在进行

了一个月的死刑课程后，学生对死刑知识的掌握程度有显著的提高，实验组被试中死刑知识回答

正确率从课程前５４％（前测）到完成课程后７９％（后测），反对死刑的学生也从２８．６％提高到４１．

７％。〔５９〕根据学生所陈述的其态度改变的理由，死刑适用存在的管理问题如任意（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ｉｎｅｓｓ）和

歧视（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无辜者被判死刑的可能最容易引起态度的转变。〔６０〕死刑的替代措施也能

使死刑的支持率下降。但博姆对这些被试进行了跟踪，在课程结束后两三年和十年后分别向学生

发送电子问卷并进行回收，结果表明，在实验刺激后，虽然短期内死刑支持率出现了一定的下降，

但随后死刑态度出现回弹，恢复到原来的水平。〔６１〕

当人们了解到死刑管理中可能存在一些不公平的因素的时候，其态度发生了转变。当不了解死

刑信息的时候，他们认为死刑是满足公正和报应的功能，当经过死刑课程的学习，他们发现死刑管理

中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种族歧视、无辜者被处死的不公平的情况，死刑不再能满足他们的公平世界

信念，转而反对死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死刑支持率出现了下降。但在下降之后为什么又发生反弹

呢？态度回弹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认知失调削减（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ｄｉｓｓｏｎａｎｃ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很多研究证明死

刑与个性（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ｔｒａｉｔｓ）和核心价值观（ｃｏｒｅｖａｌｕｅｓ）有关。为了防止认知失调，死刑观必须与他们兼

容。接受死刑知识可以带来暂时的、短期的改变，但新的立场应该与原来的个性和核心价值观相调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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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参见李陈、陈午晴：《基本归因错误的文化局限性》，载《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０６年第６期，第９３８—９４３页。

同上注。

Ｆｕｒｍａｎ狏．Ｇｅｏｒｇｉａ，４０８Ｕ．Ｓ．２３８（１９７２）．

ＳｅｅＤ．Ｗ．Ｇｒａｎｔ，Ｒ．Ｂ．Ｍｅｉｒｉｓ＆Ｍ．Ｇ．Ｈｏｌｌｉｓ，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３５〕，ａｔ３６０ ３８７．

ＳｅｅＲ．Ｍ．Ｂｏｈｍ，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犇犲犪狋犺犘犲狀犪犾狋狔犃狋狋犻狋狌犱犲狊犃犆狉犻狋犻犮犪犾犈狓犪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犚犲犮犲狀狋犈狏犻犱犲狀犮犲，

１４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３８０ ３９６（１９８７）．

ＳｅｅＲ．Ｍ．Ｂｏｈｍ，Ｂ．Ｌ．Ｖｏｇｅｌｅｔａｌ．，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ＤｅａｔｈＰｅｎａｌｔｙ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３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３０７ ３２７（２００４）．



和。如果这种调和失败了，那么立场就可能回弹到原来的态度。〔６２〕另一种态度回弹的原因是由于可

得性偏差（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人的判断是以记忆为基础的，即在判断时虽然手头上没有必要的

信息作为依据，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过去习得并存储于长期记忆中的相关信息，而我们提取哪些信

息作为决策依据取决于信息提取的流畅程度。〔６３〕有限理性人大都用这种简单地提取来应对判断

任务，这种机制更符合生态理性的原则。在刚完成死刑课程后，对于死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的信

息很容易被提取，但两三年后，这些信息被渐渐遗忘，提取难度增强，人们在做出是否支持死刑的

判断时，几乎不会考虑到死刑管理中存在不公平因素的信息，因此死刑态度出现回弹。

四、融贯性认知下的死刑观

从调研得到的公众对死刑的态度来看，整体上体现了义利融贯、传统与现实融贯的特点。如

果一项公共政策重视公众的态度、试图让自己具有足够充分的民意基础，那么法律规则的制定和

实施，也要立足于这种态度而进行，需要重视这两种融贯之后的社会心态。

（一）“义”与“利”的融贯

有学者认为，一个人不是密尔哲学的拥护者，就是康德哲学的拥护者。〔６４〕也就是说，不是功

利论者就是道义论者。义利之辨，在我国历史上也是长期存在的学术和实践问题。〔６５〕但义与利

之间的关系，却并不是非此即彼或截然不同，它们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或井水不犯河水。

很多时候，利益本身就是道义的组成部分，对利益的不同分配方案，体现了不同道义观。人们的心

态、观点和哲学立场并不是非此即彼且一以贯之的———在不同的场景、面临不同问题时，会在功利

主义和道义论之间游移和摇摆。此时，两种立场和态度更多地呈现出对接乃至融贯的状态，对待

死刑的态度也是如此。

调研数据证明了死刑观中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的融贯。有学者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式探究死

刑观与各类认知基础之间的关系。他们在中国某大学通过系统抽样抽取５２４名大学生进行调查，

要求首先回答死刑支持度并以此作为因变量。被调查者填写一系列李克特量表，被调查者量表中

列举了死刑的威慑作用、报应作用、特殊预防作用、矫治作用以及错误执行的可能性。被调查者回

答对这些表述的赞同程度来作为自变量。回归结果表明，通过观察被调查者对于死刑的各类认知

能够一定程度上预测其对死刑的支持度。对威慑作用和报应作用的赞同程度与死刑支持度呈显

著的正相关，而对刑罚的矫治作用、错误执行的可能性的估计与死刑支持度呈显著的负相关。〔６６〕

这些数据表明，支持死刑态度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威慑作用，其次是报应作用，也就是说，此时公众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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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ＳｅｅＲ．Ｍ．Ｂｏｈｍ，Ｂ．Ｌ．Ｖｏｇｅｌｅｔａｌ．，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ｅｄＤｅａｔｈ

Ｐｅｎａｌｔｙ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３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３０７ ３２７（２００４）．

参见［美］雷德·海斯蒂、罗宾·道斯：《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人民邮电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９２页。

ＭｉｔｃｈＨａｒｄｅｎ，犆犺犻犿狆狊犇狅狀狋犚犲犪犱犓犪狀狋，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Ｉｎｄｉａｎａ（Ｍａｙ６，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ｕｓｉ．ｅｄｕ／ｍｅｄｉａ／２４１６９７３／ｍｉｔｃｈｈａｒｄｅｎ．ｐｄｆ．

孔子在《论语·里仁》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相关数据分别是威慑作用（β＝０．３６１）、报应作用（β＝０．２５５）的赞同程度与死刑支持度呈显著的正相关，

而对刑罚的矫治作用（β＝－０．１３１）、错误执行出现的可能性（β＝－０．０８２）。犚
２为拟合优度判定系数，表示因变量的

全部变异能通过回归关系被自变量解释的比例，犚２＝０．３６１就是说因变量的变异有３６．１％是由自变量引起的变

异。β为标准化回归系数，用来比较变量间的重要性，自变量越重要，β绝对值越大。ＳｅｅＳ．Ｊｉａｎｇ＆Ｊ．Ｗａｎｇ，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犲狊狅犳犛狌狆狆狅狉狋犳狅狉犆犪狆犻狋犪犾犘狌狀犻狊犺犿犲狀狋犻狀犆犺犻狀犪，１８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２４ ３８

（２００８）．



对功利主义的偏好超出了道义论。〔６７〕德国马克斯 普朗克研究所（ＭａｘＰｌａｎｃｋ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以下简称“马

普所”）在中国也进行过类似研究，其结果表明，有７８．１％赞同“杀人偿命”，６６．５％赞同死刑能“给被害

人及家属安慰”，６３．６％的人赞同“死刑的废除将立即导致犯罪率的上升”，５８．６％的人赞同“死刑比其

他刑罚更能威慑犯罪”。〔６８〕也就是说，马普所的研究同样证明了公众支持死刑的态度中威慑作用和

报应作用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其报应作用的影响高于威慑作用。此时，道义论居于更有优势的位置。

在马普所的研究中，曾经问及不反对死刑的人（“支持”和“不确定”），如果有证据证明死刑没有威慑力

时的态度，只有１７．５％的人会因为死刑没有威慑力转而反对死刑。〔６９〕在盖洛普１９８５、１９８６、１９９１年

的民意调查中发现，平均７０％左右的死刑支持者认为即使死刑没有威慑作用他们仍然会支持死刑。

与此同时，即使死刑被证明有威慑作用，也有６５％左右的死刑反对者仍然会反对死刑。〔７０〕这些耗费

了大量人力、物力的研究表明，人们对于死刑的态度，在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之间摇摆，但没有一种死刑

的认知基础可以完全取代另一种。

值得注意的是，在Ｘ大学进行的研究中，杀人偿命的认同程度比抚慰和威慑低。〔７１〕而在马普所

的研究中，报应则获得了最为广泛的认同。出现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样本的受教育程度和专业

不同。教育程度对报应观念的影响可能两方面原因：第一，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对报应的认同程度

更低；第二，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更不愿意表达出自己的报应观念。在Ｘ大学的研究中也发现了法

学院学生的报应观念显著低于非法学院的学生，其原因可能是与法学教育有关。报应脱胎于复仇这

种被认为情绪化、非理性的色彩原始社会的纠纷解决方式，因此人们常常将报应与复仇相提并论，将

报应与落后和野蛮联系到一起。〔７２〕法学院的学生可能受此影响较深，认为现代社会的刑法应该更加

宽和，也可能由于社会压力认为这一观念不体面（虽然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而不愿表达。

死刑观中功利主义和道义论融贯于双系统思维模式。双系统理论认为人类有两种思维加工

系统，即直觉系统和推理系统。前者以自动化、快速反应、无意识的方式进行；后者则是有意识的、

可控制的方式进行，且加工的过程可以通过语言描述。基于直觉系统，主体可以迅速做出一个决

策，但无法说明这一决策如何产生。社会直觉模型认为，主体在面对一个需要进行判断的情境下，

先是基于直觉产生一个道德判断，再进行事后的推理，推理系统对直觉系统做出的判断进行监控

和调整。两个系统得出的结论可能相同，也可能相悖。当两个系统得出相同结论的时候，道德推

理为我们的道德直觉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当两者相矛盾的时候，就面临权衡取舍的问题，如果推

理足够有力，就可能推翻直觉判断，从而改变决策。〔７３〕情绪对道德判断具有显著的影响，在直觉

系统中产生直接的、无意识的影响，而在推理系统中认知对情绪进行抑制。因此，在死刑观的形成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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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β＝０．３６１，β＝０．２５５。

ＳｅｅＤ．Ｏｂｅｒｗｉｔｔｌｅｒ＆Ｓ．Ｑｉ，犘狌犫犾犻犮犗狆犻狀犻狅狀狅狀狋犺犲犇犲犪狋犺犘犲狀犪犾狋狔牶犚犲狊狌犾狋狊犳狉狅犿犪犌犲狀犲狉犪犾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犛狌狉狏犲狔

犆狅狀犱狌犮狋犲犱犻狀犜犺狉犲犲犘狉狅狏犻狀犮犲狊犻狀２００７／０８，ＭＰＧ．ＰｕＲｅ，ｈｔｔｐｓ：／／ｐｕｒｅ．ｍｐｇ．ｄｅ／ｒｅｓｔ／ｉｔｅｍｓ／ｉｔｅｍ＿２５００６２０＿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ｆｉｌｅ＿３０１４３４２／ｃｏｎｔｅｎｔ．

犐犫犻犱．

ＳｅｅＰ．Ｃ．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Ｓ．Ｒ．Ｇｒｏｓｓ，犎犪狉犱犲狀犻狀犵狅犳狋犺犲犃狋狋犻狋狌犱犲狊牶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狊犞犻犲狑狊狅狀狋犺犲犇犲犪狋犺犘犲狀犪犾狋狔，

５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１９ ５２（２０１０）．

此题使用５点式量表：１～５表示“非常反对”“反对”“中立”“赞同”“非常赞同”，威慑作用的赞同程度为

３．８３，报应作用赞同程度为３．５４。

参见邱兴隆：《从复仇到该当———报应刑的生命路程》，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第８３—９１页。

ＳｅｅＪ．Ｈａｉｄｔ，犜犺犲犈犿狅狋犻狅狀犪犾犇狅犵犪狀犱犻狋狊犚犪狋犻狅狀犪犾犜犪犻犾牶犃犛狅犮犻犪犾犐狀狋狌犻狋犻狅狀犻狊狋犃狆狆狉狅犪犮犺狋狅犕狅狉犪犾

犑狌犱犵犿犲狀狋，１０８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８１４（２００１）．



过程中，不公正厌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死刑的态度。

人在面对严重暴力犯罪时，常常会基于本能的情绪反应产生愤怒、厌恶等情绪，并快速形成支

持死刑的决策。这一判断最初很可能是基于直觉做出的反应。而在产生判断之后，主体再进一步

为死刑的初始态度寻找理由，这种道德推理于事后进行，很容易寻找到对受害者的抚慰作用以及

死刑的威慑作用等使支持死刑态度正当化的理由。这种道德推理常常是“跟着直觉跑”：一方面进

一步检验自己的直觉决策；另一方面起到为直觉判断辩护的作用，也使自己的情绪化决策更加合

理化、正当化。埃尔斯沃思和罗斯认为人们先形成态度，后产生理由，他们会认同所有与基本态度

相一致的理由。支持死刑的人会认同所有支持死刑的理由，而反对死刑的人会认同所有反对死刑

的理由。〔７４〕在洛德和罗斯研究的死刑观问题上，人们认为与自己观点相一致证据的质量和可信

度更高，更愿意吸收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而忽视与自己观点相矛盾的证据。〔７５〕这种现象称为确

证偏误（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ｉａｓ）。这样，虽然很多人非常认同死刑的威慑作用，但面对死刑无威慑作用

的证据时却仍然支持死刑就得到了解释。对于这部分人而言，功利性的考虑可能更多的是基于事

后推理时支持态度的理由，而不是形成态度的依据。当面对无辜者被错判这类信息时，这类违背

民众道德直觉的信息会激发很多人本能的厌恶，直觉系统可能会产生反对死刑的判断。但当推理

系统无法为这种极端不公平的状况找到足够正当理由时，民众对于死刑的态度可能会产生翻转。

对于这类人，这一信息的重要性就远远超过了死刑的抚慰、威慑、报应等因素。

（二）传统与现实的融贯

从知识的角度来看，牛顿活在爱因斯坦之中，因为爱因斯坦的研究立足于牛顿力学之上，相对论

是牛顿定理的延续。与之类似，社会文化及其中蕴含的价值立场和偏好也具有延续性。一个时间节

点，可以在政治意义上成为历史的分段线，但在社会环境和价值观念上，仍然保持着连续性。这种延

续满足人的认知需求，简化了我们处理信息的流程，影响了我们思维和行为。一些新的行为规则可以

通过国家或社会的强制力制定或执行，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则具有相对稳定性，未必会迅速

产生相应的变化，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性。有些思维方式和观念甚至可以穿越数千年的时空，比

如，孔子的很多观点在当前仍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可接受性，甚至成为我们行为的指引与圭臬。

社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个体的认知活动，不同文化的人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迥然不

同，思维与决策的方式也各有特色。这是因为，文化以内隐方式影响人对行为信息的表征与编码，

即以无意识的形式对人的心理与行为产生影响。〔７６〕理解中国人的死刑观念，就需要了解文化背

景对其认知的影响。我国在继受了大陆法系相关法律制度后，又受到苏联社会主义法制的深刻影

响，法律制度经历了突变，但法律文化却是几千年来不断传承和演进的，对当代社会仍然具有深刻

的影响，其中也包括群众对死刑的态度。

从传统来看，与西方个人主义传统不同，我国更强调集体主义，强调群体、社会和国家的利

益，〔７７〕这在政治和法律问题上表现为国家主义，与我国的中央集权政体和以宗法制为核心的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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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构的社会格局有关。〔７８〕西周推行的宗法制以血缘为纽带调整家族内部关系、维护家长、族长权威

和世袭特权的组织及其规范，与整个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宗法

家族制度，〔７９〕并最终生成了以血缘为核心的家国同构社会格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

被统治者采纳后，儒家思想长期成为正统意识形态，其伦理秩序成为维护政治制度的纽带。〔８０〕新中

国成立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也强调将集体主义作为核心价值理念，改革开放前的

计划经济体制强调权力集中，纵向的行政命令在国家事务的管理和资源配置方面起着决定性作

用。改革开放强调市场经济，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乃至决定性作用，并移植了大量反映

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这些现代法律是“从身份到契约”〔８１〕发展而成的结果，其基本价值立场是

个人主义，强调个人作为市场主体为自己设定权利和义务，我国在移植这些法律文本的同时，一定

程度上间接地接受了其规范中蕴含的价值，产生了“由形而神”的变化。〔８２〕这使得我们的法律文

化和意识中存在着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杂糅和融贯，并进而影响到了群众对死刑的态度。

从现实来看，中国人的死刑观体现为更多地强调社会秩序。在一项死刑观的跨文化研究中，研究

者测量了中国和美国大学生对死刑的威慑、报应、矫正和特殊预防上的支持度，结果表明，对于四个关

于死刑威慑作用的表述上，中国学生的支持度大约在４６％～７４％之间，美国有２６％～３１％的支持度；

而对于死刑报应作用的表述上，中国支持度大约在２９％～５０％，美国约是３６％～４１％。由此可见，中

国学生的报应观念比美国学生弱，而威慑观念比美国强。在美国报应观念是死刑观是最强的预测指

标，而中国最强的预测指标是威慑。〔８３〕产生这样的文化差异与我国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有关，这体

现国人在对于犯罪产生原因上更多地进行外在归因，刑法的价值目标也更注重社会秩序。

从归因方式来看，中国人的死刑观更多地体现出强调集体和社会本位的心理。有学者认为，东方

人更多地进行外在归因，而西方人更多地进行内在归因。〔８４〕西方人常常系统性地低估行为受外因影

响的程度，但这在东方文化中并不显著。〔８５〕莫里斯和彭凯平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他们对美国的

两起杀人案件的媒体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后，发现中英文报纸在对案件的报道倾向不同———中文报纸

强调环境因素对犯罪人行为的影响，而英文报纸强调犯罪人的个人特征。研究者要求中国和美国的

大学生被试分别解释这两起事件，结果得到了相同的归因差别模式，即中国学生倾向于背景性的解

释，而美国学生则倾向于特质性解释。〔８６〕中国人的这种归因倾向会使其在对待犯罪的时候更多地去

考虑导致犯罪的社会原因，并非将犯罪原因单纯归结于犯罪分子本人的特征。这种归因方式的差异

与集体主义的社会文化有密切关系。北美文化将个体看作是自由的行动者，而东亚人则认为个人更

多地受到社会集体制约且更少有能动性。因此，东亚人比美国人更多地关注集体的特质。〔８７〕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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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犯罪归因于社会并不必然意味着让社会分担一部分责任进而减轻对犯罪人的处罚。基于集体

主义和社会本位的立场，为了消除犯罪人及其行为对社会的消极影响，让其承担更为严厉的刑事

责任乃至死刑，在逻辑上和实践上都更符合中国人的价值观。

五、结　　语

基于上述讨论，支持死刑的主要论证来自功利主义和道义论。功利主义认为死刑能够起到威慑作

用，而道义论认为死刑满足了社会公正，但仔细推敲，其逻辑起点都基于不可证实的假设。人们支持死

刑的动机来自安全需求和公正偏好，死刑通过预防犯罪和维护公正满足他们的这两种需求。从功利主

义角度来看，人对环境威胁的感知、死刑威慑作用的有无、当前的死刑执行数量以及对死刑的经济成本

的认知都会影响大众对死刑的态度。从道义理性角度来看，公平世界信念、归因方式、对死刑适用中

不公平因素的估计会对死刑观产生影响。人类的认知具有局限性，关于死刑的相关问题，信息来源的

匮乏更是使公众的认知与实际情况往往存在着较多的偏差，如公众对威慑作用的确信、恶性犯罪案件

的鲜活性效应、死刑适用不存在不公平的假定、犯罪归因时的基本归因错误等等，因此死刑在人们的

观念中既能满足功利主义的目标又能恢复公平世界的认知，由此可能导致更高的死刑支持率。

民众形成态度的过程中体现了功利理性与道义理性的杂糅和融贯。当问及公众支持死刑的

理由时，抚慰、威慑、报应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死刑无威慑作用和死刑不符合道义都会一定程

度上导致态度的改变，无辜者被判死刑这种不符合道义论的信息对民众态度的转变影响更大。这

是因为人们在整合各类信息形成态度过程中更容易受道德情感的影响，而功利主义常常只是作为

为支持死刑态度辩护的正当化理由。死刑观也体现了传统与现实价值认知的融贯，个体对死刑的

认知与传统和现代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和现代社会中对社会秩

序的强调也使其更认同死刑具有的工具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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